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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背景下
农业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基于对农牧交错地带农业转型的考察

王  娟

摘 要: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决定了农业形态的多样

性和区域性。在传统农业中,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青藏高原东缘为中心的农牧交

错地带属 “欠发达地区”,由于水、热条件有限和劳动力不足,农作物以旱地杂粮为

主,生产方式粗放。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该地带逐渐发展起资本、劳动密集的

蔬菜产业,并在全国性蔬菜产业布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变化并非地方性农业的延

续性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化带来的宏观技术环境升级、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全国

性大市场的发展,体现了工业化为传统农业欠发达地区带来的跨越式发展契机。这一

变化也带来了地方性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以外地雇工和高度劳动分工为特征的

农业生产模式,为 “人力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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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是一项综合自然环境与人类劳动的生产活动。在前工业化的技术条件下,
自然地理和人地关系的双重结构塑造了中国农业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核

心、高度发达的小农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业变迁并非传统农业的延

续性增长,而是工业化背景下农业生产体系的 “断裂式”重塑,其动力不仅来自农

业内部,更是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结果。
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

这一主题的讨论涉及多个领域,“自变量”既包含工业化的直接因素,如机械化、工

商业资本 “下乡”等;① 也涉及工业化的宏观后果,如人口流动、城镇化、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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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焦长权、董磊明: 《从 “过密化”到 “机械化”:中国农业机械化革命的历程、动

力和影响 (1980—2015年)》,《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

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民消费结构升级等。① “因变量”除产量、产值、农民收入等量化指标外,还高度聚

焦于 “农业经营模式”问题,尤其是经营主体、劳动力来源、劳动组织形式等议

题。② 这一研究重点与中国悠久的 “小农经济”传统相关,也反映了中国农业以土

地制度为关键词的改革历史。
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较少关注农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即上述 “变量”在中国

不同农业区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宏观农业地理格局。这

可能与过去数百年中国农业地理的相对稳定性有关。明清以降,华北平原和长江中

下游平原作为传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其农业经营模式与生产方式被视为中国农业

的 “标准形态”,而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则被理解为 “先进”与 “落后”之别。
但当讨论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问题时,这种理解将导致一些认识上的局限。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决定了农业形态的多样性和区域性。
传统农业具有极强的 “在地性” (locality),一个地区的农业形态既受自然条件限

制,也受人地结构、饮食习惯、经济伦理等地方性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
工业化则在不断削弱这一特征。究其根本,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业化的资

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突破地方性的自然、社会条件

的约束,推动农业的 “革命性”发展。在此意义上,由工业化所推动的农业地理格

局变迁构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向。这在微观上体现为各地区主要农作物种

类和组合的变化,在宏观上则体现为一些重要农作物的空间分布变化和产量重心转

移,并带来不同区域在全国农业版图上的地位与角色的变化。
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青藏高原东缘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的农业特征及其

在过去20余年的变化,正是一个在宏观农业地理的视野下才能凸显其意义的现象。
由于水、热条件有限和劳动力不足,该地带在传统农业中属 “欠发达地区”,农作物

以旱地杂粮为主,经营方式粗放。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该地带的农业形态发

生了重要变化,资本、劳动密集的蔬菜产业发展起来,不仅替代了传统作物,且其

产品在全国性蔬菜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上述经验现象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第一,将农业地理格局变迁的视角代

入对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观察,考察地方性农业转型背后的宏观背景。农牧交错地

带在过去20余年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作物嬗替,蔬菜替代粮食成为地方农业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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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

12期;黄宗智: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
《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参见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陈航英:《既非小农,也非资本家———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小资本生产者》,《中国农

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周飞舟、何奇峰:《行动伦理:论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

础》,《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这一地方性农业种植结构变化背后的宏观背景是什么?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宏观农业地理格局的视角下呈现出什么特点? 第二,探寻农业欠发达地区跨越式

发展的动力机制。农牧交错地带的传统农业以 “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为特征,在

自然条件没有发生突变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发展起资本、劳动密集的蔬菜产业?
什么因素促成了农牧交错地带的农业现代化? 第三,发现实践中的模式创新。与以

“过密化”为基本特征的东、中部农业发达地区不同,农业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往

往受困于劳动力不足。但是,农牧交错地带的农业转型并未走以机械代替人力的道

路,而是发展起主要依靠人力劳动,并且劳动密集程度远高于传统作物的蔬菜产业。
那么,它将如何解决劳动力来源和生产组织的问题? 该地带上蔬菜产业的经营与生

产模式是否提供了一条 “人力农业”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二、农业地理视角下的农业发展

(一)传统农业发展的地理维度

中国是传统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农业地理经历了持续、活跃的变化。这一

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农业区的扩展。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8世纪,中国的农

业开发经历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中原向周边地区,从平原向山

区逐渐扩展的空间历程,并伴随着技术中心和产量中心的数次转移。① 其次是作物

嬗替,即同一地区作物种类和组合的变化,这是农作物与自然、社会环境间的优选

过程,任何历史悠久的农业区都经历过多次作物嬗替。②
农业地理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双向作用的结果。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

人口迁移、新作物引入和种植技术进步是传统时期推动农业地理格局变化的主要因

素。12世纪以前北方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推动了南方的全面开发;16世纪以后

人口从平原向山区、从中原向边疆迁移,则推动了山区开发、劣地开发。③占城稻、
高粱、玉米、甘薯、马铃薯等外来作物具有比本土作物更强的环境适应性,有力地

推动了山区和劣地开发。④复种、轮作等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则大大丰富了各地区

作物组合的多样性,从而推动了农业地理格局的变化。⑤

(二)工业化推动的农业地理格局变迁

传统农业往往被描述为 “靠天吃饭”,一个地区的农作物种类会受到经济、社会

因素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该地区的自然条件。现代农业的目标之一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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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 参见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78、5—6、6、6、4—5页。



这一状况。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提升,已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自然条

件的影响力,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的空间分布。
首先,工业化背景下的生产力发展远超过传统时期,极大提升了农业适应乃至

突破自然条件束缚的能力。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使得许多原来由人力、畜力难以

开发或开发不足的土地,得到了充分开发。这在中国东北、西北的农业区扩大方面

体现得最为明显。大坝、水库、机井、提灌、滴灌、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由现代

工业体系支撑的农业设施,则大大增强了农业应对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在许多地

区有效扩展了农作物的种植品类。
其次,工业化极大扩展了农产品的市场半径。在传统农业中,农作物的生产和

消费都是地方性的,一个地区种植何种作物与该地区的人口结构、饮食习惯等关系

密切。工业化则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随着全国乃至全球性农产品产销网

络的形成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日益从满足地方性消费转变为在更大市场上寻求

比较优势,农业产区化、集群化的趋势不断加强。①
最后,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开发是一项由国家充分参与和规划的生产活动。现

代国家有能力根据各地的气候、地形特点,综合规划各类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

实现全国耕地的有效利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个体农民和各类经营

主体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各级政府通过行政规划和政策引导,如设立商品粮基地、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域等,可有效影响各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从而在整体上推动

农作物种植空间的变化。过去几十年中国棉花种植向西北地区的急速转移和集聚,
正是由工业化和国家战略推动的农作物种植空间变化的典型案例。

综上,工业化的诸种力量在推动各地区种植结构变化、生产方式升级的同时,
也在不断改变中国的宏观农业地理格局。这构成了当前中国农业转型的重要背景。

(三)改革开放后的 “蔬菜地理”变迁

关于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发展问题,黄宗智提出了 “隐性农业革命”概念,指出

过去40年中国农业发生了具有 “革命”意义的变化,但它并不体现为农业 “产量”
(尤其是粮食作物产量)的显著增加,而是蕴含于 “产值”的巨大提升。这一变化来

自农业种植结构的升级,即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农作物的种植比

例大幅增加。②
这一观察不乏洞见。1990年全国蔬菜 (含菜用瓜)播种面积为6338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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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风田、程郁:《从农业产业化到农业产业区———竞争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

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李二玲、庞安超、朱纪广:《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

局演化及其机制》,《地理研究》2012年第5期。
参见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27—132页。



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3%;至2020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上升至21485千公顷

和12.8%。① 黄宗智的研究将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观察视角从产量转

移到 “种植结构”,无疑抓住了工业化背景下农业发展的关键特征;但他并没有讨论

这些不断增加的高附加值农作物在中国农业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而是默认这一变化

将首先在东、中部的农业发达地区发生,此后逐渐向西、北部农业欠发达地区

扩散。②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吴建寨等基于对1995—2013年间中国各省蔬菜播种面积

和产量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蔬菜生产的空间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从总量上看,
蔬菜生产综合优势自东向西递减的格局仍然维持,但东部地区的优势正在减弱;从

增量上看,播种面积、产量增加幅度显著的区域多在西北、西南的边远地区,西部、
北部省份所占比重逐年提高。③

更重要的证据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的产业发展规划。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与农业部联合制定了 《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年)》 (以下简称

《规划》),确定了六个全国性的蔬菜生产优势区域: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优势

区域、长江流域冬春蔬菜优势区域、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优势区域、云贵高原夏秋蔬

菜优势区域、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优势区域、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优势区域。④

这是一个与传统认知颇不相符的规划。首先,从自然条件上看,第一、二、六

区域都是中国农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它们顺理成章成为蔬菜生产的优势区域;但

第三、四、五区域在传统农业中都属于 “欠发达地区”。根据 《规划》,“黄土高原夏

秋蔬菜优势区域”的范围是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山西及河北北部地

区”的 “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原、平坝和丘陵山区”;“云贵高原夏秋蔬菜优势区域”
的范围是 “云南、贵州和鄂西、湘西、渝东南与渝东北地区”的 “海拔高度800—

2200米的高原、平坝和丘陵山区”;“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优势区域”的范围是 “吉
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见,这三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特

点都是高海拔或高纬度。由于水、热条件的限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地

区的农作物品类一直以旱地粮食作物为主。进入21世纪,它们却在全国性的蔬菜生

产格局中成为 “优势区域”,这无疑反映了中国农业地理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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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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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21》,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21年,第111、115页。
参见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第135—136页。
参见吴建寨等:《中国蔬菜区域生产优势度演变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年

第4期。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年)的通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公报》2012年第3期。



其次,由于蔬菜具有鲜活易腐、不耐贮运的特点,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

国性的蔬菜产业布局都以农村家庭菜园和大城市郊区蔬菜基地为主要形式,以 “就
近生产、就近供应”为方针。① 然而,《规划》所确定的蔬菜生产优势区域则是综合

考虑了各地区的地理气候、区位特点,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栽培品种互补、上市

档期不同、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根据 《规划》,三个 “夏秋蔬菜优势区域”出

产的主要蔬菜品种是 “洋葱、萝卜、胡萝卜、花椰菜、大白菜、芹菜、莴笋、结球

甘蓝、生菜等喜凉蔬菜”。所谓 “喜凉蔬菜”,是指这类蔬菜的适宜生长温度较低,
在低海拔、低纬度地区,通常在冬春季节种植,进入夏季就无法生长。而在这些高

海拔或高纬度地区, “7月平均气温≤25℃”的气候特征正适合在夏季生产这类蔬

菜。三个区域共同的目标市场是 “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及港澳地区的夏秋淡季市

场”。② 可见,蔬菜已不再被视为地方性农产品,其市场半径极大地扩展了。
事实上,上述 《规划》只是对进入21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

的蔬菜种植与销售格局的承认和进一步强化。本文关注的农牧交错地带上的农业变

迁正是这一 “蔬菜地理”变革的缩影。

三、农牧交错地带上的 “夏秋蔬菜带”

农牧交错地带是中国版图上一个具有重要特征的区域。在当代行政区划中,它

包括东北三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南部、
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四川西部及云贵高原的部分地区,是一条从东北延伸到西南

的弧形地带。从自然地理角度看,该地带的实质是东部季风区与蒙新干旱区、青藏

高寒区的交接过渡地带,其东段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中心,西段沿青藏高原东

缘展开。
由于水、热条件限制,在该地带从事牧业生产的稳定性优于农业。但是,农业

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远多于牧业,同时,农业是中原王朝实现稳定统治的基础;因

此,秦汉以降,该地带经历了一个逐渐农业化的过程,河西走廊、宁夏、河套、鄂

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地区都进行过间断性的农业开发。至明清时期,随着大量自发

移民进入草原边缘地带,一些水、热资源相对优良的地区已发展成为稳定的农

业区。③

·72·

工业化背景下农业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①
②

③

参见洪涛:《我国蔬菜产销体制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4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 (2011—2020年)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部公报》2012年第3期。
参见李令福:《中国北方农业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321—322页。



在中国传统农业的版图上,农牧交错地带无疑属于 “欠发达地区”。这里的 “欠
发达”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该地带的农产品以旱地杂粮

为主,且一年只能耕种一季,土地的单位产量和总产量都较低。其次,由于人口密

度低,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大,农民在广阔但相对贫瘠的土地上耕作,经营方式粗放。
可见,无论从作物类型、农业产量,还是从耕作方式上看,该地带的传统农业都与

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代表的 “农业发达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条弧形地带上

的许多地区,资本、劳动密集的蔬菜产业发展起来。对照前述 《规划》,这条弧形地

带正贯穿了三个 “夏秋蔬菜优势区域”的东南边缘,因此,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在

于地方性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生产方式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是全国性农业地理格

局变迁的一部分,反映了工业化对地方性农业生产体系的重塑。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对这一地带上三个县 (甘肃省的兰东县、石羊县和四川省

的岷源县①)的新型蔬菜产业发展状况的田野调查。在中国的自然地理区域中,这

三个县分别代表陇西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缘,都是传统农业的欠发达

地区。直到20世纪末,这几个县的主要农作物都是旱地粮食作物。
在三个案例县中,水、热条件最好也是最早开始发展蔬菜产业的是兰东县。兰

东县位于甘肃省中部,主要农业区海拔1400—2000米,全县年平均气温7℃,夏季

平均气温16.9℃,无霜期153天,年降水量368.6毫米。②
兰东县因距离兰州市区较近,在计划经济时期就被规划为蔬菜种植区,具有相

对较长的商品化蔬菜种植历史。但在1998年以前,这里的农作物仍以小麦、玉米等

粮食作物为主,在全县100多万亩耕地中,蔬菜播种面积仅4万亩,供应兰州市及

甘肃省内邻近地区。从1998年起,兰东县开始扩大蔬菜种植的比重,并将市场范围

扩展到全国。在2006年打出 “高原夏菜”的品牌后,兰东县蔬菜的销售策略已经转

变为主要供应全国市场,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蔬菜集散地,到2021
年,兰东县的蔬菜播种面积已达35万亩,年产量75万吨。散花菜、西兰花、莴笋、
西芹是这里最重要的蔬菜品种,其他如娃娃菜、结球甘蓝等也有一定产量。

石羊县位于河西走廊东段,绿洲农业区海拔1400—2500米,全县年平均气温

4.8℃,无霜期134天,年平均降水量185.1毫米。石羊县的传统作物为春小麦,在

2015年以前,仅有几个水源条件较好的村有种植胡萝卜的历史。这里蔬菜产业的大

发展是兰东县 “高原夏菜”产业外扩的结果。由于兰东县人口相对稠密、地少人多,
因此过去十几年间,不断有种植户前往河西地区流转土地,建立蔬菜基地,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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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的县及县以下地名已进行匿名化处理。田野调查时间为:岷源县2019年7月、

2020年7月,兰东县2021年7月,石羊县2022年7月。
在兰东县政府公布的各项资料中,并没有关于该县常年平均气温、降水量的准确数据,
不同出处的数据并不一致,文中数据为综合不同来源数据后的估算。



种植蔬菜。石羊县的蔬菜产业也是这一趋势的组成部分,从2015年起步至2021年,
蔬菜播种面积已发展到23万亩,品种以娃娃菜为大宗。

岷源县位于川西高原的高半山地区,全县气候垂直差异大,沿河谷地势较低处

为农业区,远离河谷的山地为牧业区,农业区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这里的农作物

以青稞为主,辅以油菜籽、马铃薯、胡豆等耐寒作物,商品化程度很低。但今天,
这些作物已经完全被商品化的莴笋所替代。莴笋是西南地区消耗量很大的蔬菜品种。
在2000年以前,四川省的莴笋产区都分布在成都平原,播种时间为九、十月,收获

时间为次年一、二月。从20世纪末开始,在农业科技部门的引导下,在川西高原海

拔2800—3500米的高半山地区,种植户利用这里夏季气温较低的气候特点尝试在夏

季种植莴笋,取得成功,并逐渐扩大种植面积。岷源县的莴笋种植开始于2008年前

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至2021年种植面积已达1万亩左右,几乎覆盖了该地区所

有的可耕种土地。同时,以岷源县为代表的川西高原出产的夏季莴笋几乎垄断了西

南省份的夏季莴笋市场,最近几年正在逐渐开拓东南省份的市场。
以上三个案例只是从燕山脚下向西延伸到河西走廊、再向南穿越川西高原,延

伸到云贵高原的弧形地带上的几个点,而在这个地带上,这样的点还有上百个。例

如,陈航英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黄高县菜心产业的研究就描绘了类似的图景;① 位

于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的坝上地区,近年来以 “坝上蔬菜”为品牌的夏季蔬菜产业

发展迅速,播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云南省则是中国夏季娃娃菜产量最高的地区。

2020年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 “全国十大蔬菜种植基地”的排行榜,是综合比较各蔬

菜产区的播种面积、产量、销量等数据后形成的一份 “民间数据”。甘肃省的兰州市

和张掖市、云南省的元谋县、河北省的张北县都榜上有名,② 这几个位于农牧交错

地带上的农业区,在全国的蔬菜产业布局中占据了 “半壁江山”,颠覆了许多人对这

些地区农业景观的想象。
这些案例及前引 《规划》显示,在中国的农牧交错地带,已经形成了一条在全

国具有比较优势的 “夏秋蔬菜带”。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正在取代粗放、低产的传统

农业。
而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是,农牧交错地带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非传统农业的自然

升级。当地水、热资源有限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并未发生突变,蔬菜产业也未实现

大规模机械化,是什么因素支撑了该地带的农业转型? 这一转型在劳动力来源、生

产方式等方面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 这是以下三节主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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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陈航英:《田野里的工厂: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研究———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菜心产

业为例》,《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该排行榜所列的 “全国十大蔬菜基地”是:山东寿光、河北张北、四川彭州、云南元

谋、山东莘县、河北邯郸永年区、河南新野、广东湛江、甘肃张掖、甘肃兰州。



四、水与路:农业现代化的技术条件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动力,黄宗智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大

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路径与英国古典农业革命以及日本、韩国等的 “绿色革命”不

同,其动力主要不是机械化、化肥、科学选种等 “现代技术”,而是由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所拉动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升级。① 这一论断打破了单纯从生产端来理解农

业转型的传统思路,将工业化的宏观后果纳入对农业发展动力的考察,对我们理解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发。
但与此同时,在上述解释中,关于工业化宏观后果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如前

所述,过去20余年中国 “蔬菜地理”的变迁,并不仅仅表现为蔬菜种植面积的扩

大,更重要的是蔬菜种植的区域格局变化和全国性蔬菜产销体系的形成。表面上看,
农牧交错地带上夏秋蔬菜产业的发展,只是种植户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作物结构的结

果。但该地带人口密度较低,本地市场的规模和消费能力都较有限,因此,拉动蔬

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的并非本地的 “小市场”,而是全国性的 “大市场”。而无论是

这个 “大市场”的形成,还是联结 “大市场”的能力,都不是仅凭个体经营者的经

济动机就能实现,它建立在诸多超出单个种植户能力范围的宏观技术条件上。

(一)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三类技术

探讨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对 “技术”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分析。本文将推

动农业现代化的技术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为 “狭义农业技术”,即黄宗智在探讨中国

的 “隐性农业革命”动力时认为不起重要作用的 “现代投入”,包括机械化、化肥、
科学选种等。它们都是单纯针对种植环节的技术,目标是在给定的自然条件下提高

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质量或劳动生产率。
与之相对,第二类可称为 “广义农业技术”,包括水利设施、温室、大棚、地膜

等。这类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自然地理空间的水、热条件,
从而扩大特定农作物的种植范围、延长可种植时间,进而提高总产量。在传统农业

中,水利工程是最重要的广义农业技术,它是农业区扩大的重要推动力。在工业化

背景下,最典型的例子则是日光温室,它改变了许多农作物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
上述两类技术都与农业生产环节联系紧密,第三类技术则在表面上与农业生产

并无直接关系,本文称之为 “外部支持技术”,主要包括冷链、道路、物流等基础设

施和服务产业。这类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有效地拓展了农产品销售的市场范围。
黄宗智曾提出,改革开放后拉动全国性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的动力是 “消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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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第131—134页。



构升级”;① 但如果没有其他领域的技术支持,这种 “拉动”关系是无法建立的。首

先,蔬菜、水果等作物对水、热条件的要求往往高于粮食作物,因此,一个地区乃

至一个农户是否从种植相对低产值的粮食作物转向高产值的经济作物,不仅取决于

个体的经济动机,也受限于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正是在此意义上,水利设施和日

光温室、露地拱棚等广义农业技术,对新式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农业地理的变迁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蔬菜、水果都属于难以储存的农产品,这一点与

粮食作物差别很大,因此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市场半径都非常有限。目前的

“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②是近20年才逐渐形成的新现象,而这个新格局

与冷链、道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密不可分。
上述三类技术 (尤其是后两类技术)对所有地区的农业转型都具有重要作用,

但对传统农业的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无疑更大。本文的案例展示了广义农业技术和外

部支持技术对农牧交错地带的农业形态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蓄水池与滴灌:河西走廊上的蔬菜生命线

在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区内的农业区,水利设施是最重要的 “广义农业技术”。河

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史本身就是一部水利发展史。这里年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
年均蒸发量超过2000毫米,农业生产用水几乎完全依靠祁连山区的降水。在自然水

利条件下,在从祁连山上流淌而下的河流附近,形成了宜农宜牧的绿洲,此外则为

荒漠。灌溉渠网的建设,不仅扩大了绿洲的面积,而且使水源变得稳定、可控,这

才使得河西走廊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是,种植小麦与种植蔬菜在用

水量和用水方式上存在重大差异。春小麦在整个种植季仅需 “灌水”三次,但蔬菜

种植则需要 “细水长流”。因此,在河西走廊,发展蔬菜产业的前提是升级水利设

施———修建蓄水池和铺设滴灌设备。在石羊县,蓄水池和滴灌主管道由地方政府修

建,是建设高标准农田的 “标配”;滴灌毛细管道则由种植户自行铺设。在设备铺好

后,不仅可以浇水,还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能够有效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如果将传统的灌溉渠网称为 “粗放水利”,那么,蓄水池与滴灌设备的结合则可

称为 “精细水利”,这是河西走廊上新型蔬菜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技术条件。

(三)冷链、道路与物流:联结更大的市场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中城市的 “菜篮子工程”都主要依靠城郊蔬

菜基地来支撑,许多蔬菜大县都是从原来的城郊蔬菜基地发展起来的。但今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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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开
放时代》2016年第2期。
参见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蔬菜茶叶梨重点区域发展规划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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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大县的服务范围早已超出原来的中心城市,面向全国市场。兰东县的发展就大

体遵循了这个路径。在1998年以前,这里的蔬菜主要供应兰州市及周边地区。1998
年之所以是一个重要节点,是因为这一年这里修建了第一座 “蔬菜恒温保鲜库”(以
下简称 “冷库”)。冷库的原理类似于一个 “大冰箱”,从菜地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
在冷库0—4℃的低温环境中降温24小时,可以有效降低活性,然后再配合冰瓶、
冰袋、泡沫箱等保温措施,就能够经受几十个小时的长途运输而保持新鲜。在没有

冷库的情况下,兰东县的蔬菜只能在近距离运输的范围内销售,在修建了冷库后,
这里的蔬菜才开始运往东南沿海省份销售。至2020年,兰东县的蔬菜冷库已达44
座,不仅对本地出产的蔬菜进行降温处理,而且车程在几个小时之内的其他县市,
甚至邻近省份的蔬菜也会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

石羊县的蔬菜产业从发展之始就以销往东南省份市场为目标,因此,来自外地

的种植户在流转土地、建立蔬菜基地的同时就会修建冷库。与兰东县的冷库都集中

在一条公路两侧3公里的范围内不同,在石羊县,冷库布局非常分散,尽量靠近菜

地。这既与两县蔬菜产业发展的历史不同有关,也是由两地自然条件、耕地分布和

人口结构的特点决定的。
岷源县出产的莴笋主要供给西南地区的市场,目前采用的销售方式是从菜地直

运成都批发市场,运输时间一般可以控制在10小时之内,因此尚未大规模修建冷

库,但一些正在尝试开拓东南省份市场的种植大户已开始使用冷藏车。
除冷链体系外,中国过去20年在高速公路和货运物流领域的发展,都构成了全

国性蔬菜生产新格局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技术条件。
“隐性农业革命”概念强调农业以外的因素———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对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 “外部支持技术”同样关注农

业以外的因素,但这两类外部因素的作用方式并不相同。如果说消费结构升级对农

业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改变了 “市场需求”,那么,公路里程增长、冷链和物流产业发

展等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有效增强了农业 “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这涉及经济学的

“外部性”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巨大发展为农业发展模式转

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从地理空间分布上看,这类 “外部支持技术”对距离人口稠密

的经济中心更为遥远的西部省份的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更大,这正是工业化为传统

农业欠发达地区带来的跨越式发展契机。

五、跨地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

在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农业雇工”问题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学

术界的相关争论包含两个面向。其一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即在农业这种生产空间广

阔、生产流程非标准化、生产环节与收获环节相分离的劳动形式中,雇佣劳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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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劳动监督。① 其二是价值问题,即农业是中国农民的生存基础,全面发展雇佣

劳动是否会导致农民 “无产化”和贫困化。② 两组问题虽然重点不同,但却指向了

同样的争论,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否可能或应该建立在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基础上。
无论观点如何,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中国传统农业以 “过密化”

为基本特征。然而,如果从宏观农业地理的角度看,这个前提所能够覆盖的范围相

当有限,只有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上 “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区发展到了劳

动力饱和乃至过剩的状态,而在东北、西北的农业地区,劳动力不足才是长期的历

史事实。这些地区的传统农业之所以生产方式粗放,不仅与自然条件的约束有关,
也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进行精耕细作。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地区的传统作

物中经济作物占比较小,因为相较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
然而,由工业化推动的农业转型打破了地方性的人地结构与作物类型的关系。

当这些地区发展起劳动密集的商品化农业时,不仅雇佣劳动是不可避免的方式,而

且雇工来源也面临着与东、中部 “过密化”地区不同的情况。
本文的案例显示,经过多年发展,农牧交错地带上的夏秋蔬菜产业已经发展起

稳定、高效的雇佣劳动模式,雇工以长距离流动的外地工为主,并发展出接近于充

分市场的劳动力市场。

(一)长距离流动的 “专职雇工”

在本文的三个案例县,支撑商品化农业快速发展的劳动力主体都不是本地农民,
而是来自其他县市乃至其他省份的 “专职雇工”。

岷源县莴笋产业的经营主体较为多元,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种植面积从

20亩到200亩不等。一个莴笋种植季的生产劳动包括播种、匀苗、打药、收割四个

主要环节。除 “打药”对时间节奏的要求稍低外,其他几项都是需要在短期内集中

完成的环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针对这种劳动需求,只有种植面积小于30亩

的 “小户”,可以采用几户合作 “换工”的方式,以极高的劳动强度,仅依靠家庭成

员来完成各生产环节;而一旦种植面积达到40亩,就不得不依赖雇佣劳动。当地的

土地资源相对丰富,许多农民之所以将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种植大户,通常是因为

家中劳动力不足或有其他更适宜的生计方式,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莴笋农场上的稳

定雇工。这里的农业雇工主要来自本省邻市的几个乡镇。根据当地种植大户的估计,
在用工最集中的7—10月,岷源县的外来农业劳工数量超过1000人。

兰东县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蔬菜种植户主要为本地农民,以家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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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种植,每户种植面积10亩左右,依靠夫妻二人即可完成生产。但是,兰东

县的蔬菜大规模销售到东南省份,更重要的劳动环节是蔬菜收割后的初加工,包含

净菜处理、包装、入库冷藏、装车等环节。这一系列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过

程多得多。在兰东县的蔬菜冷库分布最集中的蔡家镇,有上万名工人从事相关工作,
这些工人大部分来自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几个县市,小部分来自本省的其他县市。

河西走廊是中国西北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地区。在石羊县,土地流转率已超过

60%,绝大部分本地农民已离乡务工或搬进县城居住,因此,这里的蔬菜产业从最

开始就是由外来种植户以建立蔬菜基地、雇佣劳动力的模式经营的。从种植、田间

管理,到收割、净菜处理的各个环节,全部由雇工完成。石羊县的雇工同样主要来

自云南、贵州。
之所以将这些外地工称为 “专职雇工”,是与本地工作为 “兼职雇工”相对的。

当本地农民在村庄附近从事雇佣劳动时,他们很难从家庭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如耕

种自家土地、饲养牲畜、照顾老人、给孩子做饭)中脱离出来,甚至往往以家庭需

要为轴心来安排时间,而将 “赚工资”的劳动视为空闲时间的额外生计。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基本上不会接受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与之不同,外地人则是 “专职

雇工”,他们的身份和动机与分布在第二、三产业中的 “农民工”是类似的,以所从

事的雇佣劳动为唯一收入来源,能够也愿意采用计件工资或包工制这类强度大、时

间长但能够获得更多收入的工作模式。
上述差异在本文的三个案例县中都有明显体现。在岷源县的莴笋产业中,劳动

强度最高的是收割环节,完全由外地工承担,并采取团队计件的形式计算工资。在

劳动强度相对较低、节奏相对宽松的种植、匀苗环节,则工人既有外地人,也有本

地人。本地人都采取计时工资制,12元/小时,且每天最多工作8小时;外地工的

日工作时长则经常在12小时以上,可能会采取包工制。
在兰东县的蔬菜冷库,蔬菜商通常都会雇佣几位本地工,从事一些无法精确计

算工作量的 “杂活”。这类工作的劳动强度比较低,以日薪或月薪的形式支付工资。
而其他所有能够以计件 (包括个人计件和团队计件)形式完成的工作,都由外地工

从事。所有蔬菜商都对外地工的劳动质量和态度赞赏有加:“这些云南人很能干,他

们上厕所都是跑着去跑着回来,活儿也做得漂亮,我们这里的人不行。”

(二)跨地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

在农牧交错地带的农业转型中,长距离流动的外地雇工成为支撑新型商品化农

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从微观层面看,这是该地带人口密度低、劳动力不足的必

然结果;但从宏观层面看,这一现象反映了跨地域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

在本文的三个案例中,劳动力来源和组合最复杂的是兰东县。在这里,种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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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由本地农户以家庭经营的形式完成;净菜处理环节则几乎完全由外地工承担,工

人总数逾万名,但其来源并不相同,并呈现出劳动强度、技术难度、工资水平与劳

动力流动距离成反比的关系。
根据输出地距离,兰东县从事净菜处理的工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来自云南、

贵州交界处的几个县市,他们从事的工作集中于娃娃菜、西芹、莴笋等几个主要蔬

菜品类的包装环节。这项工作对技术、熟练度和长时间高效劳动的要求很高,并完

全以个体计件的形式计算工资。在5个月的劳动季,大部分工人的月工资可达1.2
万—1.5万元,有时日工资甚至达至千元。第二类是来自甘肃省内的定西、天水、
临夏等地的工人,他们从事的是第一类工作的前后各环节,如西芹、莴笋等菜品的

卸车、择叶、剁根、清洗;包装完成的各类蔬菜的装箱、装车等。与第一类工作相

比,这类工作对体力的要求稍高,但技术性较弱,多以团队包工计件的形式完成,
月工资8000元左右。第三类是来自本地周边村庄的农民,从事一些劳动强度较低的

“杂活”。这类工人多以固定工的形式在菜库工作,月工资为5000—6000元。
兰东县劳动力的复杂结构,展现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与市场化程度的关系。流动

距离最长的云南、贵州的工人作为 “专职农业雇工”,其工作地点并不限于这个地

区。在甘肃省,蔬菜生产季为5个月左右;当这里的夏秋蔬菜下市后,西南热区的

冬春蔬菜又进入农忙期,他们会前往这些蔬菜产区继续从事类似的工作。中国西南

地区地形多样,包含多个气候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种植;而这些工人之所以舍近

求远,在夏季来到甘肃省的蔬菜产区,是因为这里的工资水平较西南地区更高。
在岷源县,从事莴笋收割的工人同样在一个更大的劳动力市场上流动,但他们

的工作并不限于农业领域。他们的家乡因地形原因,适耕土地很少,因此从20世纪

90年代起就外出务工,大多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最近十年,受到岷源县莴笋种

植业的高工资的吸引,他们在每年7—10月来到这里,从事高强度、高收入的莴笋

收割工作,而在莴笋收割季结束后,仍会回到建筑工地工作。
在传统农业中,劳动力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农业雇佣劳动不仅较为稀少,而且

雇工的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工业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的长距离流

动。本文的案例显示,一个跨地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

(三)并未 “无产化”的农业雇工

学术界关于 “农业雇工”问题的争论,不仅是 “技术性”的,还包含了对农民

生存、农村稳定乃至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考量。本文的案例能够对这一问题提供一

些新的视角。
首先,这些长距离流动的农业雇工都不是 “失地农民”,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有承

包地 (尽管可能承包地数量很少或质量不好),但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而选择外

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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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农业雇工都获得了较高的工资收入。在岷源县,“收割队”中每个工

人的日工资水平为270—360元,三个多月所获收入可达3万元。由于这些工人并无

特殊技术,最近几年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日工资标准为180元左右,因此,对他

们来说,每年7—10月的莴笋收割是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尽管劳动强度也更大)。
在兰东县和石羊县,从事技术性较强或劳动强度较大的工种的工人,月收入大都在

1.2万—1.5万元之间;其他工种的收入也会在6000元以上。许多工人已经从事这

项工作多年,最近几年,工人们春天从家乡前来甘肃省时,交通方式已从早年乘坐

火车改为自驾私家车。在石羊县的每个冷库外面,都停着数十辆云南牌照的轿车。
既有研究关于农业雇工工资水平的考察多以本地农民为对象,由于本地农民都

是 “兼职雇工”,因此其工资水平不能反映 “充分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标

准。与此不同,本文所关注的农牧交错地带的外地工,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全

国范围内流动的结果。尽管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的工

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显著低于城镇正式职工;但从要素替代效应角度看,农民进入工

业体系,反方向推高了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本文案例中这些 “专职农业雇工”的工

资水平是以工业企业中的劳动力工资为对照标准的。

六、“人力农业”的现代化模式

在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对 “规模经营”
与 “家庭经营”这两种经营模式之合意性的争论,其核心问题则是农业生产是否具

有 “规模经济”。
“规模经营”的支持者以西方发达国家 (主要是新大陆国家)的规模农场为模

板,主张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一样具有规模经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该走规模化、
机械化道路;① “家庭经营”的支持者则强调中国的自然条件、农业传统及人地关系

与新大陆国家的差异,② 并以果园、茶园、拱棚蔬菜、种养结合等在当前中国农业

生产中广泛存在的家庭经营形式为例证,论证在家庭农场 “园艺式的手工劳动”中

存在的是 “范围经济”而非 “规模经济”。③
然而,上述争论双方所提供的论据并不能构成相互比较的个案。在讨论中国农

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时,需首先根据农作物的生物特征及其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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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分类。粮食作物和棉花等大宗经济作物的特点是种植规模大,种植流程和

产品标准化程度高。针对这类农作物,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专业机械 (如玉米播种机、
水稻插秧机、谷物联合收割机、脱粒机、棉花收割机等),只要地势平坦并有相应的

资本投入,就可以实现很高的机械化水平,因此可称之为 “机械农业”。
与之相对的另一类农作物———蔬菜、水果、茶叶、烤烟等经济作物,尽管总体

种植规模很大,但内部种类繁多,种植流程和产品的地域性强、标准化程度低。针

对这类农作物,市场上只存在一些通用机械 (如拖拉机、中耕机、地膜覆盖机等),
而无专门设备,大部分劳动环节都只能使用人力,因此可称之为 “人力农业”。①

“机械农业”显然存在规模经济。在实践中,中国主要粮、棉产区的农业形式一

直在向规模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对此已无争论的必要。因此,关于中国农业是否

具有规模经济及是否应该走规模经营道路的问题,应更多集中于对 “人力农业”的

讨论。这类农业在国家战略中地位不高,在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中常被忽视;但

其产品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对农民增收、乡村全面振

兴意义重大,因此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在这类机械化程度低、主要依靠人力劳动的农业生产中,是否存在规模

经济? 其生产模式是否一定呈现为家庭经营的 “园艺式农业”? 它是否具有 “农业现

代化”的可能性? 农牧交错地带的夏秋蔬菜产业为有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材料。

(一)标准化的劳动分工

在本文的三个案例县,蔬菜产业的机械化程度都相当低,生产和初加工环节需

要大量人力劳动。但是,这里的蔬菜产业并不以 “园艺式农业”形式发展,其生产

方式更类似于陈航英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黄高县的菜心产业的研究中提出的 “田野

中的工厂”比喻,② 即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工业企业中的生产流程设计和劳动分工,
将育苗、种植、田间管理、收割、初加工、包装销售的全过程,划分成一个个独立

的劳动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工资标准,并由专门的工人完成。

以兰东县的娃娃菜 “净菜处理”为例,基本工作流程是:当满载娃娃菜毛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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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将蔬菜等主要依靠人力完成生产过程的农业称为 “人力农业”,这一概念与学术界

使用较多的 “劳动密集型农业”有一定相似处,但定义的标准和视角不同。 “劳动密

集”与否是根据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量来判断的,一般来说,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

的劳动密集度高,大棚蔬菜比露地蔬菜的劳动密集度高,但这并不必然涉及机械化问

题。“人力农业”则是根据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定义的。蔬菜、水果、茶叶、烤烟等

作物之所以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低,并不是由于种植户资本不足才以劳动代替机械

投入,而是农业机械市场上并不存在能替代人力的专门设备。
参见陈航英:《田野里的工厂: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研究———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菜心产

业为例》,《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卡车停靠在冷库月台边后,七八个工人均匀地分布在卡车两侧,每人身后摆放一摞

塑料箱 (60厘米×50厘米×40厘米),工人左手从车上取下一颗菜,右手持刀切去

菜根,再顺势将外层菜叶剥去,仅需几秒钟就精准地获得了一颗600克左右的净

菜,然后将净菜放置在身后的塑料箱中。在卸完一车菜后 (需要数个小时),工人们

再将一箱箱净菜搬到月台上,开始包装,即用专门的包装纸 (390毫米×390毫米)
将每颗菜包裹起来,并在封口处贴上蔬菜商的商标贴纸。工人们的包装动作极为熟

练,1分钟能够包装几十颗菜。包好的娃娃菜整齐地码放在另一个塑料箱中,30颗

一箱。尽管从卸车、净菜处理到包装的这项工作是由七八个工人共同劳动完成的,
但他们的劳动计酬是个体化的 (如果存在两人合作的情况,一定是夫妻二人),每颗

蔬菜从卸车到包装的全环节,都由同一个工人负责,工资为0.15元/颗。包装完成

后的娃娃菜由专门的搬运工搬进冷库中储藏降温,此后还会有专门的工人从事后续

的装箱、装车等工作。
在任何劳动环节,操作流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例如,在兰东县,西芹净菜处理的基本流程是:先将成捆的西芹从卡车上抱下来,
码放在月台上;然后择去菜叶、剁掉菜根;再用高压水管冲洗掉菜上的泥土;此后

将净菜搬入冷库降温,最后用专门规格的塑料袋进行包装。在几年前,这一系列工

作由两批工人完成,第一批负责从卸车到清洗的环节,这部分工作都在月台上完成;
另一批则专门在冷库中打包。但最近两年,月台上的工作又进行了拆分。由于在这

几个劳动环节中,“卸车”是一项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劳动,而择叶、剁根、清洗对体

力要求较低但有一定的技术性;因此,这两类劳动如果分割开来,由具有不同资质

的工人来从事,无论对雇主还是对工人,都能够实现降本增效。在改进后的流程中,
卸车的工作独立出来,而从事这项劳动的工人通常是一对50岁左右的中年夫妻,大

都来自本省的定西、天水等地。在兰东县,这些中年夫妻已形成了一类具有 “市场

形象”的劳动力组合,专门以 “夫妻档”的形式从事卸车工作。

(二)“人力农业”的集体劳动

在本文的三个案例县,蔬菜的种植和初加工流程在原理上仿照了工业企业的劳

动分工思路。但是,在工业企业中,人是配合机器工作的,几乎不存在多人 “集体

劳动”才能完成的劳动环节。但在人力农业中,这类劳动则大量存在。
在本文案例所涉及的各工种中,个体化程度最高的是娃娃菜净菜处理、西芹打

包、莴笋打包这类可由个体劳动者完成并以计件形式计算工资的工作。但同时还有

许多劳动环节从性质上就是 “集体性”的,即需要多人协作才能完成,或多人共同

劳动的效率远高于个体劳动。例如,前述西芹净菜处理的环节之一是在月台上择叶、
剁根和清洗。这项工作显然以多人流水线的形式完成效率最高,即一部分人专门择

叶,一部分人专门剁根,一部分人穿着雨衣雨鞋,专门负责清洗。在实践中,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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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都是以团队计件的形式完成的。兰东县的劳动力市场上活跃着多支 “芹菜队”,
其中最有名的一支由28名来自本省临夏州的回族工人组成,他们每天以集体劳动的

形式处理约10万斤西芹,工资标准为0.09元/斤。
岷源县的莴笋收割工作也是以团队包工的形式完成的。经过多年实践,各收割

队的组织方式渐趋统一,都是以1000斤/人、3—4人负责装车的标准来组织劳动

力;由于目前运输莴笋的车辆主要是载重2万斤的货车,因此收割队的规模都是24
人左右。尽管团队成员的工资相同,但在劳动过程中,不同工人的劳动内容并不完

全相同。通常的劳动方式是:几个工人在最前端负责砍菜;其余工人跟在后面,有

人刮叶子,有人打捆;当打捆完成的莴笋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几个工人会停止之前

的工作,开始装车。在近四个小时的劳动中,工人们的分工并不固定,会根据各项

工作的进度而灵活调整。
对集体劳动的需求反映了人力农业中 “非标准化”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各

类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都不是由雇主设计的,而是由劳动者 “发明”和不断改进的,
各种各样的雇工团队和协同劳动方式代表了劳动者对合理、高效的劳动模式的探索。
同时,团队成员间多为亲戚、同乡关系,社会性纽带也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三)“人力农业”中的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降低的现象。这是

“规模经营”支持者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经济规律描述的是拥有大量固定

成本投入的工业企业的情况,而在本文所讨论的人力农业中,规模经济问题涉及两

种不同的 “规模”。
第一种是 “单个种植户的种植规模”。由于人力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农业生

产几乎不存在固定成本,种植成本主要包括土地租金、农资费用和劳动力工资,这

三项的数额都与种植规模成正比。对任何种植户来说,扩大种植规模可以提高总收

入和总利润,但并不能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也不能降低单位土地上的投入。相反,
扩大种植规模会增加管理成本,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因此,在种植规模的意义上,
人力农业中并不存在规模经济。

第二种是 “产区规模”。一个只有几个种植户、种植几十亩蔬菜的地区,不能被

称为 “产区”,因为它无法支撑起稳定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岷源

县的收割队,还是兰东县、石羊县的雇工大军,都是 “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形式。
同时,当一个地区的产量较大时,就会有更多的农资经销商、蔬菜收购商、货车司

机服务于这个地区,从而有利于该地区的种植户实现商品化目标。因此,一个地区

的种植面积达到 “产区规模”是人力农业商品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这里的 “规
模”,指的是产区的总规模,它与这个产区中的种植户数量和经营模式无关。一个产

区既可以由一个或多个规模经营者构成 (如石羊县),也可以由许多个小农户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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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兰东县),还可以同时包含不同规模的经营者 (如岷源县),它们都能够依靠稳定

的要素市场实现好的经营效果。
上述分析显示,就通常在使用 “规模经营”这个概念时所指的 “单个种植户的

种植规模”而言,人力农业中并不存在规模经济,但这不等同于 “规模经营”不能

成功。在人力农业中,“规模经济”与 “规模经营”间没有确定的因果关联。在本文

所关注的农牧交错地带的蔬菜产业中,规模经营的成功基石是以外地雇工和高度劳

动分工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模式,它为 “人力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

结  语

以中国农牧交错地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业转型为案例,本文呈现了工

业化背景下传统农业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路径,以期在经验、理论和学科发展

三个方面对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作出贡献。
首先,在经验层面,本文通过引入农业地理变迁的视角,呈现了既有研究未充

分重视的面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的

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西、北部农业欠发达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是一个具

有结构意义的变化。它不仅表现为一些重要农作物的空间分布和产量中心向西、北

方向转移;在更深刻的层面,它显示,在全国范围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西、北部

农业欠发达地区有可能成为创新模式的先行者。这些地区新型商品化农业的经营模

式并不是对东、中部农业发达地区的模仿,而是在地方性实践中的创新,并在劳动

力来源、生产方式等方面展现出比东、中部地区更具 “现代农业”特质的要素。由

此,本文将农牧交错地带在过去20余年的农业转型定义为 “跨越式发展”。
其次,在理论层面,本文对上述 “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农牧

交错地带的农业转型并非地方性农业的延续性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化带来的

宏观技术环境升级、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全国性大市场的发展。这些因素对中国所有

农业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农业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
东、中部地区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规模较大的本地市

场,传统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并实现了较高的商品化率,因此农业现代化往往是

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升级。与之相比,西、北部农业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则更

多表现为工业化推动的 “断裂式”重塑。
具体而言,在本文考察的农牧交错地带,水、热条件有限和劳动力不足是制约

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二者互为因果。农业资源匮乏是人口稀少的原因,反过

来人口稀少又导致生产方式粗放、本地市场规模小、农业商品化程度低。工业化则

从生产、销售两个方向重塑了上述环境。从生产端看,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显著

提升了农业的环境适应性,水利设施、大棚、地膜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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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获得了种植蔬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能力。跨地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则为这类

地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密集的蔬菜产业得以大规模发

展。从销售端看,全国性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极大拓展了地方性农业的市场半径。
在这个 “大市场”上,西、北部高海拔、高纬度地区的气候特点便成为错季生产的

比较优势。以公路网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冷链、物流等服务产业的发展,则为

进入这个 “大市场”提供了物质支撑。这对于距离市场中心遥远的西、北部农业区

尤为重要。正是在上述由工业化带来的综合力量的作用下,传统农业欠发达地区获

得了跨越式发展的契机。这一机制不仅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它在

更一般的层面上显示,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正向作用更大,因

此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均衡发展等议题也具有长远价值。
最后,在学科发展层面,本文期望推动对社会科学研究视野的反思。中国是一

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理

应带有对 “广土众民”这一基本背景的考量,中观、微观的经验研究也需要在这一

宏观结构中确定自身的位置。
相对而言,历史研究在以传统中国为研究对象时,对中国内部区域多样性的敏

感度更高;而在更关注现代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则较缺乏这方面的理论自

觉———在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中,无论是用中国的田野来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

和方法,还是致力于发掘 “中国”与 “西方”不同的历史脉络、道德伦理或社会肌

理,都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一个 “同质”的中国。① 在此背景下,一些关于中国社

会基本问题的讨论,尽管田野材料具有显而易见的地方性,但结论却被作为 “中国”
的共性而接受。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处在相对边缘地位的西部地区社会形态和发展方

式,在无意识中被默认为东部的 “落后版本”,而这些地区建立在自然地理、人文传

统上的 “地方性基因”及其 “模式创新”可能性则更少得到关注。
基于对农牧交错地带农业转型的研究,本文呈现了在全国范围的农业现代化实

践中,西、北部农业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以华北

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业经营模式和生产方式作为中国农业 “标准形态”的认

知,展现了西部地区的 “模式创新”潜力。期待由此带来的反思有助于建立真正具

有 “广土众民”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李凌静 余朋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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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 “同质”是从区域的角度来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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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habitationtoSyncretism PopulationDynamicsinCentral-SouthernInner
MongoliaduringtheEasternZhouPeriod ZhangXu· 4 ·

Archaeologyhelpstodeepenresearchon majorfundamentalissuesofthe
communityfortheChinesenation Theindigenouspopulationsofcentral-southern
InnerMongoliaprimarilyexhibitedcraniofacialfeaturescharacteristicofthe􀆵Ancient
NorthChina type BeginningintheNeolithicperiod individualsofthe􀆵Ancient
CentralPlains typegraduallymigratedfromtheCentralPlainsintotheregion In
thelateSpringandAutumnperiod astheCentralPlainsregimesweakened nomadic
groupswith􀆵AncientMongolianPlateau featuresadvancedsouthwardfromthe
northernsteppes introducingpastorallifestylesanddiversifyingthelocalpopulation
structure Todefendagainstincursionsfromthesenorthernnomads CentralPlains
statesorganizedlarge-scalefrontiersettlementsasadefensivestrategy Thisledtoa
uniqueperiodofcoexistenceamongthreedistinctgroups thenative􀆵AncientNorth
China type theSinicized􀆵AncientCentralPlains type andthenomadic􀆵Ancient
MongolianPlateau type Bythemid-to-late WarringStatesperiod asnorthern
tribalpowerwaned CentralPlainsrulerspromotedintegrationthroughpolitical
policiesandinterethnicmarriage acceleratingthefusionofpopulationsandthe
unificationoffarmingandpastoraleconomies therebyfosteringstablesocialand
economicdevelopment Thestudyofthisarchaeologicaldiscovery providesan
importantacademicsupportforanin-depthinterpretationofthesenseofcommunity
fortheChinesenation 

LeapfrogofUnderdevelopedAgriculturalRegionsamidIndustrialization—Investigation
ofAgriculturalTransformationintheFarming-PastoralEcotone WangJuan·22·

China􀆶svastgeographyhasshapedadiverse regionallyspecificarrayof
agriculturalpractices Intraditionalagriculture thefarming-pastoralecotone—
centeredonthe400mmisohyetandtheeasternedgeoftheQinghai-XizangPlateau—
waslongunderdeveloped Limitedwaterandheatresources combinedwithasparse
laborforce hadhistoricallyledtoanextensiveproductionsystemfocusedondryland
cereals Sincethelate1990s however acapital-andlabor-intensivevegetable
industryhasgraduallyemergedinthisregion securingasignificantroleinChina􀆶s
nationalagriculturallandscape Thisshiftdidnotstemfromthesteadyadvancement
oflocalagriculture butwasinsteaddrivenbyindustrialization-relatedfactors 
including advancementsin the macro-technicalenvironment large-scalelabor
migration andtheexpansionofnationwidemarkets Thisshiftdemonstrateshow
industrializationcancatalyzeleapfrogdevelopmentinunderdeveloped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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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Beyonditseconomicimpact thisshifthasalsousheredina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oflocalagriculturalpractices Anewproductionmodel characterized
bymigrantlaborandahighdegreeoflaborspecialization offersapotentialpathway
formodernizingtraditional􀆵human-poweredagriculture  

FundamentalSocialContradictionsandDrivingForcesofSocialDevelopmentinthe
IntelligentEra SunWeiping·42·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I  as a revolutionary and disruptive advanced
technology isundergoingrapiddevelopmentand widespreadapplicationacross
economicandsocialdomains unleashinganunprecedentedindustrialrevolutionand
societaltransformation Thisprocessisfundamentallyreshapingthestructureand
characterofsocietyasawhole Theswiftinnovationofintelligentproductiveforcesis
acceleratingtheemergenceofanewtechno-socialparadigm—theintelligentsociety 
However 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rootedinindustrialsocietyincreasingly
lagbehindtheadvancinglevelofintelligentproductiveforces Thisgrowing
disconnectexacerbatesthemisalignmentbetweenthesuperstructureandtheevolving
economicbase which inturn severelyimpedesthe progressofintelligent
productiveforcesandtheintelligentsocietyitself Addressingthefundamentalsocial
contradictionoftheintelligenterademandsthevigorousadvancementofintelligent
productiveforces coupled withtheestablishmentofnovelproductionrelations
attunedtotheirdevelopmentalstage Simultaneously thesuperstructuremustbe
reformedtoalignwiththeconditionsoftheeconomicbase Bytransformingthe
socialcontradictionsoftheintelligenteraintoapotentdrivingforceforprogress this
approachcan propeltheintelligentsociety ontoadevelopment􀆵fasttrack  
ultimatelycreatingtheconditionsforthearrivalofanewsocioeconomicform—the
communistsociety 

IndustrialChainRisksandIndigenousInnovationbyChineseEnterprises
ZhengShilinandZhangRongjia·60·

DoindustrialchainriskshocksmerelyimpedeChineseenterprises􀆶technological
progress ordotheycompelbreakthroughsinindigenousinnovation Thisquestionis
investigatedwithinthecontextoftechnologicalblockadeswithafocusoneffectsand
underlyingmechanisms Thefindingsrevealthatindustrialchainriskshockshave
pushed Chineseupstream enterprisestoenhancetheircapacityforindigenous
innovation Key mechanismsincludeincentivestofilldomestic marketgaps 
pressure-driven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with upstream
indigenousinnovationalsogeneratingspillovereffectsthatbenefitdownstream
enterprises Amidtheintensifyingtechnologicalrivalry itisimperativetopromote
self-relianceandself-strengtheninginkeysectors refinepoliciesforsupporting
domesticenterprisestoachievetechnologicalinnovation andfoster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industrialandsupplychain therebyacceleratingtheformationofan
openinnovation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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